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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机轰炸，著名作

家冰心携子女随丈夫吴文藻辗转迁至昆明

呈贡，于1938年秋至1940年底居住在呈贡

三台山的华氏墓庐。作家自取“墓庐”谐

音，将此间寓所命名为“默庐”，继而以

散文《默庐试笔》在香港《大公报》上发

表，“默庐”雅号遂名扬海内。然而，多

数人不知道的是，继吴文藻、冰心夫妇短

暂驻足之后，这里还迎来过另一位重要房

客，他就是西南联大著名社会学教授吴

泽霖。

一

吴泽霖，中国著名社会学

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

学家。他1913年就读清华学校，

是清华“辛酉级”学生，在校期

间曾与闻一多、潘光旦同班且友

谊最为深厚。从清华毕业后，先

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芝

加哥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进

入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回

国后，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

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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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长等职，1935年起还一度兼任上海暨

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和教务长。全

面抗战爆发后，吴泽霖随大夏大学师生内

迁贵阳。1941年2月，受聘西南联大社会学

系教授，赴昆明。

据《吴泽霖年谱》所述，吴泽霖来昆

后最初住在北门街清华教职员宿舍，后搬

迁至呈贡县三台山“华氏墓庐”房舍。至

于何时迁入“华氏墓庐”，在此居住多

久，则并未详述。但据书中所记“1941年
9月，回贵阳接子女，约1月方回昆明”，

又有女儿吴安伦回忆“抗战时期，我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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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昆明呈贡乡下一个小山上”，且在同

年12月，吴泽霖与马时芳结婚，至1943年
马时芳产后赋闲在家，吴泽霖推荐她去呈

贡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图书馆任职，自己也

应邀兼任该校教授主讲社会学和社会问题

课程两个学期。又有《吴泽霖年谱》载

“1945年3月，搬至昆明西南联大励新二

村”，推测抗战时期其家寄居呈贡“墓

庐”至少三年有余。

除上述所载外，另有只言片语可供佐

证。如新中国成立后吴泽霖给有关部门的

信中也写道：“1941年我到昆明工作。为

了逃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我把家人疏

散到离昆明四十余里的呈贡。”又有戴世

光在《吴泽霖老！我在继续向您学习》

一文中记到：“吴老把家安置在三台山华

氏墓庐房舍，我则住在三台山麓文庙内清

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单身宿舍……我

与吴老就是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内

和呈贡县的三台山上，一起从事有关教学

的学术研究和生活上互相照顾的长期过程

中，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与冰心“默庐”后世名声在外相比，

吴泽霖在呈贡的这一段经历则显得极为

“低调”，现有的零星记录主要见于联大

社会学系部分教授及学生回忆作品之中，

通常也仅有寥寥数语，详细的生活细节更

是不得而知。但这一时期是吴泽霖学术研

究生涯的重要阶段，期间更是在服务抗战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吴泽霖在美留学期间除主修社会学

外，还系统学习了人类学、心理学、统计

学、哲学、政治学等课程，这为他后来跨

学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全面抗战爆

发后，吴泽霖随校西迁贵阳，主持大夏大

学社会经济研究室，此间他充分利用贵州

少数民族居多优势，授课之余亲率学生赴

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先后编辑出

版了《社会旬刊》《贵州苗夷研究丛刊》

《大夏研究部乙种丛刊》《苗胞影荟》等

大量调查研究成果。1941年初，因发妻陆

德因女士过世，转而受聘西南联大社会学

系，赴昆明任教。

社会学系在西南联大是个较小的系，

时任系主任的陈达教授，同时还兼任清华

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国情普查研究

所设在呈贡文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多为

联大社会学系师生，外加调查研究便利，

此地俨然成了除西南联大之外，联大社会

学系的又一重地。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在

呈贡开展社会调查、人口普查、人事登

记、农业普查等调查工作，吴泽霖一家所

租住的墓庐虽离文庙极近，但他并未参与

研究所的具体调查事宜。

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

大队成立，12月20日在昆明上空首战告

捷，被誉为“飞虎队”。为配合援华美

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同年秋成立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班址

设在昆明西站原昆华农校内的美军第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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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所内，又称“昆明训练班”。该班主任

是励志社负责人黄仁霖，黄仁霖早年留学

美国，与吴泽霖、潘光旦、闻一多便已相

识。回国后，吴泽霖执教上海期间与黄往

来频繁，二人关系十分密切。于是黄仁霖

便向西南联大举荐潘光旦、闻一多、吴泽

霖三人，因潘、闻二人在联大皆有行政职

务，便由吴泽霖担任训练班专员，实际负

责译员训练工作。西南联大同时指派外文

系主任陈福田参与培训工作，一些教授也

受邀出任训练班教员。此后，吴泽霖“联

大有课，呈贡有家”，两地奔走，几乎已

是生活常态。

1941年10月17日，战地服务团训练班

第一期正式开班，全班35人。同年11月前

后又招收第二期，两期共计征调内迁各大

学三、四年级学生70余人，其中半数为联

大学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大了

对中国的援助力度，来华美军日益增多，

训练班也相应扩大了招考人数，并连续办

了七期，共培训译员429人。

1943年秋，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重

大转折，为有效协同盟军对日军开展攻

势，中国远征军再度入缅作战，随军翻

译需求激增。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

1943—1944学年度春季，将征调西南联大

等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

生为美军翻译员。为适应战时变化，军事

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也改隶军事

委员会直接领导，由军委会外事局负责，

原在昆明的干部训练班改称“军委会外事

局昆明译训班”，简称“昆明译训班”。

具体人事则变动不大，仍由吴泽霖任副班

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培训工作。西南联大

再次给予译训班以大力支持，由樊际昌任

教导主任，戴世光、鲍觉民主管训练业

务。马约翰、潘光旦、闻一多、温德、赵

诏熊、赵访熊、高崇熙、黄子卿、吴达

元、杨业治、汤佩松、黄钰生、陈友松、

朱物华、徐毓楠、冯友兰、华罗庚、郑华

炽、贺麟、蔡维藩等数十人都期复一期地

在译训班担任教学工作，甚至有人说：

“译员训练班工作的全班人马，都由联大

包下来了。”

作为译训班的实际负责人，该项工作

倾注了吴泽霖的很大心血。吴泽霖认为

“艰苦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教授，既要拿

笔杆子，也要用笔杆子帮助拿枪杆子来反

攻日本”，因此，吴作为坚持抗战而又

身体力行的联大教授，一直是站在第一线

的。当时，不论是培训教学安排，还是译

员结业去向，吴往往都会亲自过问，甚至

当遇到联大教授因病、因事不能来班讲授

英文课时，他就亲自代课。为动员各大学

学生从军翻译，1944年初他还一度和西南

联大梅贻琦常委等亲往时在贵州的浙江大

学、广西大学等校开展演讲，介绍译训班

招考事宜。

昆明译训班自1943年11月开班至抗战

结束，共计举办了11期，培训各类翻译人

员达3000余人次。

吴泽霖教授在执教联大的同时，投身

抗战服务，以自身学识参与抗战建国，为

抗战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体现了一代

学人的民族大义和社会担当，这正是西南

联大知识群体抗战时期教育救国、学术报

国的代表性实例。

三

来昆之初，吴泽霖在西南联大主要教

授社会学和人类学课程，其研究方向依然

放在少数民族方面，除在《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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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先前调查研究

成果外，他还制定了《黔滇苗族调查计

划》，鼓励指导学生去昆明附近的苗区开

展社会调查，计划在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继

续深入。

但此后，随着抗战局势的不断恶化，

加之译员培训等各类社会性工作繁重，吴

泽霖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未

能如愿展开。尽管如此，结合自身专业优

长，本着服务社会的学术理念，他对抗

战时期边疆的形势、民族地区的落后、民

众的疾苦多有了解，认为有必要在云南省

筹组一两个模型的、带有实验性质的社会

服务团体，为临近战区的边疆各族人民服

务。1942年，新生活促进会扩大业务，计

划在云南增设服务组，乘此机会，吴泽霖

向负责人黄仁霖建议，把服务组业务扩大

到少数民族地区，几经奔走，得到新生活

运动促进会、清华大学研究院和云南省卫

生处等多方支持，同年5月、7月先后在墨

江、丽江两地建立边胞服务站。边胞服务

站为当地少数民族提供了一定的医疗和国

民教育服务，并根据需要做一些抗战宣传

活动。吴泽霖借此机会先后推荐数位联大

社会学系毕业生参与服务站工作，指导学

生注意收集民族文物和照片，为开展民族

调查研究积累资料。

1943年夏，赴滇西考察期间，吴泽霖

还亲自到丽江县了解边胞服务站工作，

到纳西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根据调查

所得，撰写《么些人社会组织与宗教信

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么些人（纳西

族）的家庭及家族组织、政治组织、经济

组织、宗教信仰和征兆迷信，为民族调查

研究进行了一次专业性的学术示范。除此

之外，他还就调查发现撰写《从么些人的

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提出了

实施边政建设、推进边民福利、发展边疆

福利事业应遵循的原则等重要论断，时

至今日，仍有重要的理论启迪和现实指导

意义。

四

吴泽霖教授自1941年2月来西南联大

任教，至1946年4月提前离昆，前后旅居

昆明长达五年之久，其家寄居在呈贡的时

间约占了其中大半，而期间正是抗战最艰

难、最困苦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吴泽

霖忙于教学和译员培训工作，常年奔走于

两地，与昆明的繁忙相比，呈贡的生活显

得较为闲适。这里既不必为躲避日机轰炸

而担忧，偶尔也可以享受来自家庭及周边

朋友的浪漫。这其中在陈达《浪迹十年之

联大琐记》所载的就有：1941年5月5日，

吴参加国情普查研究所同仁举行的交谊

会，游海晏；1941年12月24日，陈吴两家

在呈贡吴寓所共度圣诞，气氛热烈。又有

参与乡里婚丧嫁娶记载，想必作为社会学

家在走进民众的同时，也可近距离观察呈

贡民俗。

值得注意的是，此间岁月也是吴泽霖

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除对西南少数民族

的调查研究之外，他对边疆、民族、人口

等众多社会民族问题都给予了较多的关

注。今天，学界对于吴泽霖这位在中国人

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等众多

学科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代大家的研

究都比较深入，相关著述文章也极多。从

中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吴泽霖所涉的多个

研究方向，大多在抗战时期就能找到源头

和路径。由此说来，这其中或许应该也有

居住地呈贡“默庐”的功劳吧。


